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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這是一份未完成的報告，在可見的將來亦不可能完成。原因是要找齊所需的資料不易，這份報告是我綜合手頭上所有文字資料寫成，由於資料有新有舊，很難保證綜合後全無錯漏，希望能大致反映世界博物館的改革潮流吧！

很多同事知道我參加了部門一個研究私營化的小組，都私下問我：「博物館會不會私營化？」，言談之間，憂形於色、憤憤不平，這些高層的事我又那裡知道。肯定的是，外間和部份高層確有這樣的看法和壓力，更可怕的是，我所接觸過的高層人士，全部對博物館都非常無知。就好像我們正乘坐一艘大客輪，有人強行進入駕駛艙把舵，但這人完全是門外漢，航道和駕駛方法一概不知，我們又怎能不嚇至面無人色。

如果你反對博物館私營化，你應該多看多想，知識就是力量，無知的人只能任人擺佈。如果你贊成私營化，請撫心自問，你對博物館私營化又知道多少，要改革這個世界，一定要比所有人知得更多、想得更深、看得更遠，否則你所說的一切，只是蒼白無力的夢囈。

有部份同事以為因為藝術館和歷史博物館有藏品，所以不能私營化，所以對周遭的一切採取一種冷淡的態度，好像事不關己一樣。可惜的是，我看了那麼多論文例子，藏品從來只是一個須考慮和處理的問題，倒沒有研究員認為是一個障礙。

如果這個世界有五餅二魚的奇蹟，那這五餅二魚必由知識所構成，只有知識才可能越分享越豐盛。我對這個世界知得太少，常有坐井觀天、管中窺豹之感。當你看完這份報告後，有甚麼錯漏，請隨便指正，有甚麼新論點新資料，亦敬希不吝來電告知。

博物館定義

中國早在五十年代已明確指出，博物館是「科學研究機構，文化教育機構，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遺存或自然標本的主要收藏所。」。中國的中共文化部文物事業管理局於一九七九年六月頒布了一個「省、市、自治區博物館工作條例」，其第三條可以視為中國大陸公定的博物館定義，條文是：「博物館通過徵集收藏文物、標本，進行科學研究，舉辦陳列展覽，傳播歷史和科學文化知識，對人民群眾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和社會主義教育，為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做出貢獻。」

草擬中的台灣博物館法，把博物館定義為：「本法所稱之博物館，係指從事人類文化、自然歷史等原物、標本、模型、文件、資料之蒐集、保存、培育、研究、展示，並對外開放，以提供民眾學術研究、教育或休閒之固定、永久，而非為營利之教育文化機構。」

日本亦早在一九五一年施行了「博物館法」，該法第二條(定義)為：「本法所稱之博物館，係指歷史、民俗、產業、自然科學等有關資料的收集、保管、培育、展示，配合教育提供一般民眾利用，為促進其教養、調查研究、娛樂等舉辦所必要的活動。」

美國是當世博物館最發達的國家，全球一萬多座博物館有一半以上在美國[2]，其博物館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在一九六二年把博物館定義為：「一個非營利的永久機構，主要非為特展而存在，可免除聯邦或州立政府之所得稅；對公眾開放，為公益經營，並為公共教育及娛樂目的而維護、保存、研究、闡釋、裝置和展示教育與文化價值的物件或標本，包括藝術的、科學的(有生命或無生命的)、歷史的和技術的。」

而國際博物館議會(ICOM)則定義「博物館是一個不追求營利、向公眾開放、為社會和社會發展服務的常設機構。為了研究、教育及娛樂的目的，蒐集、保存、研究和展示藏品及傳播相關知識，藏品可來自自然界或人類的文化遺產。博物館亦包括公開開放的動物園、植物園、水族館、歷史紀念物、宗教建築、史蹟、遺址及自然風景地區。」不少國家的博物館定義也以此為依據。

雖然以上的定義精粗不同、用詞各異，但已清楚看到，博物館最基本的三大功能：一) 蒐集保存有價值的物品；二) 進行研究工作；三) 實施實物教育，是國際社會所公認的。當然，作為一個地區的歷史、文化和科技發展的大觀園，博物館更有吸引旅客，促進當地旅遊業的重要作用。

我們在這裡不厭其詳地羅列各國有關博物館的定義，是由於香港的博物館發展相對落後，香港沒有博物館法，亦無官方或學術上公認的博物館定義，如果不能對博物館的定義、功能和特徵，有最起碼的共識，根本不可能對博物館私營化問題作有意義的討論。

博物館管治(Museum governance)模式

根據Barry Lord 及 Gail Dexter Lord [1]的看法，雖然世界博物館五花八門，但皆可歸類為以下四種主要管治形式：

· 直接管轄模式(line departments)

· 間接管轄模式(arm’s length institutions)

· 非牟利或慈善機構(non-profitmaking or charitable organisations)

· 私人擁有(private ownerships)
直接管轄模式

假若一間博物館直屬於一個更大的機構(例如政府、大學或其他機構)，本身沒有獨立的財政或行政權，博物館的運作猶如機構內其中一個部門，便屬於直接管轄模式。若這是一間公立博物館，它的僱員便是政府公務員，若這是一間大學博物館，它的僱員當然是大學職員。例子有法國、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和日本的公立博物館。

這種博物館的支出是機構每年財政預算的一部份，而博物館的建築和藏品皆為政府或所屬機構所擁有。很多時這類博物館的收入會撥歸中央(例如政府的庫房)，而不能由博物館自由運用，由於收入的增加和撥款的多少沒有直接關係，結果博物館失去主動增加收入的誘因，有證據顯示，只要讓博物館能保留收入作自由運用，對改善博物館餐廳、禮品店等服務有莫大幫助[1]。

假若博物館之上設有委員會的話，它將會是一個沒有實權的咨詢組織。

不少政府會將所管轄的多間博物館結合作統一管理，由於部份博物館的功能(例如人事、法律、會計、文物修復等)由政府中央提供，從而有效節省了行政支出，缺點當然是博物館會失去了部份自主權。

間接管轄模式

間接和直接管轄模式最大的分別是，間接管轄模式的博物館通常有一個具實權(權限可能包括政策制定、財政撥款等)的董事局(governing board)，成員可以由政府、大學或所屬機構委任或以選舉方式產生。對於公立博物館而言，通常會以公共信托(public trust)的方式授予董事局監督博物館運作的權力。英國和美國不少公立博物館、私營化後的荷蘭公立博物館、市政局時代的香港博物館，皆屬此類。

間接管轄的公立博物館，職員可以是公務員或由博物館直接招聘；博物館建築、藏品可以由政府或博物館本身所擁有。

博物館的財政來源可能來自政府每年的直接撥款，或以資助的形式提供，數額則逐年釐定，導致博物館的財源較不穩定，但這類博物館通常亦有較大的彈性去增加收入。

在四種不同的博物館管理模式中，直接和間接管轄模式的分野較模糊，這兩種模式並無根本性的差異，簡單來說，博物館在財政、行政、人事和博物館事務上的自主權越大，便越接近間接管轄模式。

非牟利或慈善機構

以非牟利或慈善形式所運作的博物館，必然有一個具實權的董事局。董事可以是以任命或選舉的方式產生。無論董事局的產生方式為何，在相關法律的規範下，董事局須對博物館負上法律及財政上的責任。

這類博物館會以非牟利或慈善團體的名義註冊，讓博物館可以對捐出文物或金錢的贊助人發出免稅收據。當然博物館須要遵守一系列的相關法例以保持其非牟利團體地位。

博物館通常擁有建築物及其藏品的所有權。這類博物館，館長(museum director)由董事局所任命，財政則同時來自政府和私人(包括基金(endowments)、捐獻和門票收益等)。世界各國絕大部分的私營博物館便是以這種模式運作(在這份報告中，私營只是和公營相對而言，沒有法律上私人機構的意義)。

私人擁有
以上三種博物館是博物館管治模式的主流，但仍有少部份博物館由私人、私人機構或基金所擁有及管理，這些博物館成立的目的，有些是私人慈善(例如收藏家希望和其他人分享自己的藏品，或私人機構為提高公司形象而開設的博物館，例子有現已結束的香港電訊的電訊堡)，但亦有部份是為了獲取利潤。

要注意的是，無論是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國際博物館議會(ICOM)或大部份國家的博物館協會皆不把營利博物館(profitmaking museums)界定為博物館。原因很簡單，這類博物館很可能為了營利或其他目的，而扭曲了博物館的研究、保存和教育功能，例如位於香港山頂淩霄閣的Ripley’s believe it or not museum便以獵奇的方式吸引觀眾入場，連博物館的創始人Robert Ripley亦從沒有說內裡的展品全部是真的。

這類博物館的藏品屬於私人或機構所擁有，營運資金則來自博物館擁有者或門票收入。

表一：博物館管治模式[1]

	
	直接管轄
	間接管轄
	非牟利
	私人

	所有權
	政府、大學或所屬機構
	政府、大學或所屬機構
	所屬團體
	私人或私人機構

	局(board)或信托(Trust)
	咨詢
	管治或咨詢
	管治
	咨詢

	資金
	每年財政預算
	資助及營運收益
	營運收益、資助及基金(endowment)
	私人及營運收益

	職員
	公務員或大學/所屬機構僱員
	可能是公務員或由博物館自行聘請
	所屬團體僱員
	公司僱員


為甚麼政府要資助博物館？

在一份討論法國博物館私營化的文章中，Francoise Benhamou 直接指出博物館的商機只是一個幻象，可以說沒有一間博物館是可以自給自足的，例如世界首屈一指的羅浮宮(政府資助水平約80%)和Musee d’Orsay，法國文化部在1993年估計，每位觀眾政府要分別津貼15.4及12.3歐元(約116及93港元，香港每位博物館觀眾的資助額約為60港元，由於這個數字包括了未開放博物館的開支，所以應比真正的人均資助額高)。而一項巴黎著名博物館的研究顯示，博物館附帶商業活動(例如售買畫冊、紀念品等)的收入亦只是聊勝於無，絕大部份特備展覽亦是虧本的[3]。

此外，私人機構對文化事業的贊助亦遠遠未能減輕公帑支出，1990年的調查顯示，就算是被認為對文化藝術事業的商業贊助最慷慨的意大利，私人機構贊助的總金額只佔政府文化開支的6-7%[4]。

政府對博物館的資助方式林林總總，由最直接的撥款、成立基金、以至間接的資助如稅務減免、成立文化獎券(英國)或容許博物館經營與博物館業務沒有直接關係的商業活動(例如中國大陸便有博物館經營歌舞廳，瑞士有博物館把部分樓面出租作辦公室用途)，但無論資助的方法為何，基本上博物館的核心業務本身總是虧本的。要注意的是，博物館兼營非直接相關的商業活動的資助方式其實並不足取，理由有四：(一) 不少國家的法律不容許以非牟利方式註冊的團體進行商業活動；(二) 商業活動可能會扭曲和凌駕博物館的真正工作；(三) 經營這些商業活動可能會對博物館形象帶來負面影響，從而減低私人和私人機構的贊助意欲；(四) 博物館專業人員，未必適合或擁有相關知識去經營與博物館無關的商業活動。

在沒有找到更佳的辦法之前，文化事業的生存仍有賴政府的大量資助。在這裡，我們不防退一步問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為甚麼在一個以自由經濟掛帥，相信市場是最有效的資源分配機制的社會，需要政府插手，扶植本身無利可圖的博物館呢？

學術界對這個問題有非常廣泛和深入的討論，或者在這裡只舉出兩個較重要的論點[3][5]。

(一) 博物館是經濟學上典型的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博物館的三大功能：研究、教育和保存，對社會的貢獻皆是廣泛和整體性的，很難由個別入場人士願付的入場費反映出來。單以教育而論，便一向是各國重點資助的項目，例如香港財政司2000-01年的預算案，用在教育上的開支約450億港元，佔經常公共開支的21.6%，遠超其他所有項目，反觀政府在博物館方面開支，在97-98年度為3億5千7百萬(未包括當時區域市政局轄下的博物館)，不及整個教育開支的1%。此外，博物館亦有帶動當地旅遊業的作用，假若只考慮博物館本身收入，便大大低估了博物館對社會的整體盈利貢獻，在1994，香港旅遊協會的研究估計到2004年，只要能平均增加旅客留港日數半天，每年的旅遊業收益便會增加110億。由於有這些外部效應(externalities)，自由市場會失效(free market failure)，若單靠市場去提供博物館服務，由於服務提供者不能向所有得益者收取報酬，結果便會由於無利可圖而令博物館服務的供應量比社會真正需要的少。
(二) 每一個政府皆有其文化政策，常見的有保存本土文化、增進市民對本土文化的認識和認受性、鼓勵文化的多元發展、把文化普及等等。作為推動政府文化政策的一環，絕大部分國家的博物館並不能完全以市場的方式運作，例如入場費的釐定，便要考慮低下層市民的承擔能力，又例如展覽題材的選擇，亦不能單以觀眾口味作依歸。由於博物館協助推行政府的工作，所以對博物館作出資助也是順理成章的。

博物館私營化定義
私營化(privatization)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我們有必要把在博物館範疇下私營化的定義弄清楚。

由於博物館本身無利可圖，根本不會有政府把公營博物館出售，說到底誰又會買一項虧本的生意呢？既然博物館不能真正私營化，用「私營化」這個名詞來形容近年來公營博物館的變化似乎並不恰當，不少研究員便建議應用自主化(autonomization)或desetatisation。無論如何，「私營化」是英美最常用的名詞，在這份報告中，我們仍會沿用這個字眼，但讀者應緊記它和一般的用法並不相同。

Boorsma [6]在討論文化事業(包括出版業、影視界、文娛藝術中心、圖書館、博物館等)的私營化時，把私營化分為以下模式：

(1) 出售(divestiture)：這是把有關公營機構出售，財產所有權成為私人所有的模式，例如把國營電視台出售。由於沒有博物館採取這種私營化方式，我們不會再對這種方式作深入討論。
(2) 無償資產轉移(free transfer of property rights)：Boorsma亦強調，在文化事業裡，只有細小的文化產業(例如畫室)，才會用這種私營化方式，這種方式和博物館私營化亦沒有關係。

(3) 把公營機構變成更獨立的組織(transformation of a state organization into a more independent organisation)：這種方式是由直接管轄模式(line departments)，變成間接管轄模式(arm’s length institutions)或非牟利或慈善機構(non-profitmaking or charitable organisations)。轉化後的機構可以有獨立的法律地位 ─ 半獨立公營機構或非牟利/慈善機構，例如美國及荷蘭常見的基金(foundations)、英國常見的信托(trusts)、法國或德國常見的機構(associations)運作模式。

(4) 代理人模式(agency model)：這種模式的重點是自主(self-administration或integral management)。以西歐使用這種模式運作的博物館來說，職員仍會保留其公務員地位，但博物館本身可享有更大的行政、財政及人事上的自主權。這種機構可說是介乎直接和間接管理模式。

(5) 外判(contracting out)：把機構部分內部事務外判予私人公司。以博物館為例，常見的外判工作包括禮品店(gift shop)、清潔(cleaning)、保安(security)、餐廳(catering)、建築物保養(building maintenance)及核數(auditing)。部分國家，例如英國及澳洲，更有競爭性招標(competitive tendering)的政策。要強調的是，澳洲的私營化經驗證明，博物館核心業務是不可能外判的。

(6) 利用義工(use of volunteers)

(7) 開闢私人方面的財源(private funding)：減低公帑資助，要求博物館以其他方式補貼營運開支(包括入場費、贊助等)，這種私營化方式的可行程度，取決於需求彈性(price elasticity)、人均收入(per capita income)及其他因素(社會捐助風氣、稅制等)。

在這份報告中，若無特別註明，「私營化」專指第三至第七種模式。

Schuster [7]認為博物館及建築遺產(built heritage)皆很難完全獨立，總需要政府在某程度上的支持參與(例如資助、管理、監管、制定政策)，由此看來，完全獨立的私營博物館其實並不存在，當中總有公營的成分，所以提出以混合(hybrids)代替傳統的公營私營的簡單二分法，即所有博物館都是混合機構，分別只是政府和私人參與程度的不同罷了。

博物館私營化正反論點
在討論私營化正反論點之前，我們要注意一個現象，就是同一個論據，可以同時被看成是優點或缺點，服務質素便是其中一個經典例子，出現這樣的情況是由於部份論據，很難量化以作科學化的量度，由於缺乏客觀事實或研究結論的支持，不同的人會以不同的角度演繹同一件事。

支持私營化的論點

(1) 效率(efficiency)：最常見的支持論點莫過於私營化能夠增加機構效率。但這個看法並沒有堅實的研究支持，很多研究發現私人機構一般比公營機構有效率，但只限於在有市場競爭的情況下才成立，其他研究的結果便顯得模稜兩可，更有研究員甚至認為市場競爭，而非機構以公營或私營方式運作，才是效率增加的主因[8]。

Boorsma [6]提出警告，不要隨便把某地的成功例子一般化，以為在其他地方亦必定可得出同樣的結果，他進一步以荷蘭博物館私營化為例，認為雖然荷蘭例子獲得不少人肯定，但這個例子可能只在荷蘭特殊的有利條件下才可行，並不等於在不同社會條件的地方亦可得到同樣結果。

但這並不是說這個論點完全沒有道理，在很多公營文化機構中，僱員確為大量政府規條所掣肘，對機構的運作效率確有負面的影響[6]。

(2) 服務質素(quality)：私營化會提高服務質素，這個論點背後的理據是市場競爭刺激服務供應者為了爭取顧客，努力提高服務的質素。以博物館的情況而論，自主化(autonomization)可能會對質素提升有幫助，一個頗流行的改變是不少博物館由以合約形式，訂定服務計劃以爭取資助額的合約輸出預算(contracted output budgets)取代過去每年先撥款，再從撥款多寡釐定服務多少的輸入預算(input budgets)模式。

(3) 增進技術發展及創新能力(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ve capacity)：這個論點背後的理據和效率的討論相類，增加盈利的誘因會刺激機構的創意，亦會更願意改進技術。

(4) 減輕政府財政負擔(budgetary advantage)：很多例子顯示，外判、增加義工可減低博物館支出。由輸出預算(output budgets)取代輸入預算(input budgets)亦會增加員工的成本意識[6]。

(5) 對公共行政的好處(advantages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這個論點對發展中國家和前共產主義國家過去事事皆管特別適用，政府把非核心業務私營化，可以減輕官員的負擔，從而優化行政管理架構。

(6) 改善管理質素(improved management)：管理層無須再考慮政治問題，或減少官僚主義，從而改善管理質素。

反對私營化的論點

(1) 對非金錢價值的影響(change in non-economic values)：私營化最基本的理念是以透過經濟壓力，以改善一個機構的效率。結果可能會出現管理層專注於收入的追求，而忽視了更重要的使命。例如博物館的使命是研究、保存和教育，但這些工作全是無利可圖的，為了維持收支平衡，館長可能把精力花在商業活動和四處乞求贊助上，減少真正的博物館工作(例如減少教育意義重大但無利可圖的展覽)。數年前紐約歷史學會(New York Historical Society)屬下的博物館，便曾為了得到商業贊助，替一個著名時裝設計師Arnold Scaasi舉辦時裝展覽，館長亦坦承金錢是舉辦這個展覽的最大原因。從這個事例亦可以看出，不少商業贊助並不是無償的，贊助商會明示或暗示博物館作某程度的回報。

(2) 增加生產成本(production cost)：不少公營博物館的法律、保險、會計、人事管理、建築物管理等服務由中央集中提供，從而減低服務成本。一旦博物館私營化，這些服務便需館方自行處理，由於成本增加，政府有需要增加資助額，但同時政府卻未必能即時減省有關部門人手，結果總體支出不降反升，荷蘭博物館私營化計劃便有這樣的情況。

(3) 服務質素(quality)：部分英國私營博物館，出現館方為了節省支出，降低入職人員學歷要求的傾向，影響服務質素(諷刺的是，Professor Patrick Boylan (1988-1990博物館協會(英國)主席，歷任國際博物館議會(ICOM)幹事及主席)發現，部份博物館董事局成員，卻透過服務花紅或董事酬金的名義，努力提高自己的薪津)。無可否認的是，不少政府私營化計劃後的真正動機是減少政府開支，但假若政府過份削減資助，博物館的服務質素便會大受影響，東歐的私營化計劃造成文化機構服務質素嚴重下降便是最佳的例子[6]。此外，營利的壓力亦可能扭曲博物館的原來使命，令博物館服務出現商業化和庸俗化的情況。

(4) 藏品的保存(preservation of collections)：假若私營化牽涉到藏品的處理，便要多考慮三個問題，(一) 藏品的所有權；(二) 放棄(dispose)展品的決定權；和(三) 保存和修復的責任。在英國，其中一個反對博物館私營化的理據是市政府把國家文化財產交給其他團體，但卻沒有提供足夠的資金作保存修復工作，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另一個重要問題是，私人/機構在捐獻文物給博物館時，對他們來說，那一種組織最能讓他們安心，肯定文物會受到適當的照顧？雖然在美國收藏家可能寧選私營博物館，但其他國家似乎國立博物館更受信任[7]。

(5) 公器私用(serving of personal interests)：博物館的委員會/董事局成員，在管理屬下博物館時，可能會以個人的利益和特殊嗜好作依歸，而不是公眾的利益，有研究員指出這種情況在信托局或委員會等組織不普遍的社會更為嚴重[7]。

(6) 失業(unemployment)：出售(divestiture)和外判(contracting out)方式的私營化會造成失業，但自主化(autonomization)模式的私營化通常不會造成太大的失業問題。

各國博物館私營化研究


英國

主管機關

英國為博物館發源之國家，世界第一座且有現代形式與實質之愛希摩林博物館(Ashmolean Museum)成立於一六八三年，大英博物館於一七五三年成立，1992年時全英國約有2500餘座國立、地方公立及私立博物館及畫廊，國立博物館主管機關原為「教育與科學部」，目前為「藝術與圖書館部」(Office of Art and Libraries，部長非閣員，比其他部小)，該部下設「博物館及畫廊委員會」(Museum and Galleries Commission)，其主要功能係提供政府主管機關對各級公私立博物館業務諮詢(Advisory)，依據該會與博物館協會制訂的「博物館註冊準繩」(Guideline for Registration)評量博物館業務以為撥款補助與否之依據。次要功能為執行(Executive)，乃就博物館之安全、維護等重要業務實行監督及考核。此外，委員會亦站在博物館立場，向政府反映博物館意見，而有壓力團體(Pressure Group or Campaigning Body)之功能。不過，博物館與畫廊委員會實際上是對十九所國立博物館以外之地區或獨(私)立博物館具有上述功能，而國立博物館則因各有特殊背景及傳統，以及崇高之地位，乃直接受藝術與圖書館部管轄，「博物館及畫廊委員會」只是名義上存在上屬關係，影響力有限。此一制度，似乎是英國博物館制度之特色，而委員會之成員係由政府所任命，無論對國立或地方博物館，其目的不全為管理、監督，而有極大之中介色彩。

英國尚有軍事或其他類博物館，分別由其主管部管轄，並不在藝術與圖書館部及委員會業務之內。

此外，英國之博物館協會及所屬之七個地方分會，是博物館的自我組織，在團體(博物館八百座)及個人(博物館從業人員三千人)會員匯集，與「博物館及畫廊委員會」配合，為博物館訓練從業人員、出版刊物、服務觀眾、專業協助及研究等工作，頗有成就，但因團體及個人會員並存，偶有不知究應為誰說話的尷尬。

地方公立博物館除上述與博物館及畫廊委員會之關係外，係由地方政府做行政監督，獨立之博物館由董事會負責。
法律依據

英國早於一八九一年頒布「博物館與體育館法」(The Museum and Gymnasium Act 1891)歷經多次名稱與內容之修改，一九六四年稱為「公共圖書館與博物館法」(Public Library and Museum Act 1964)，該法第二節為規範博物館及畫廊，但僅十二至十五條共四條，而且只是規定地方機關對於博物館規範及支持之一般規定，以及設置展示基金之規定等，另在其對博物館(圖書館)之一般規定中宣示中央及地方政府，得在本法之下，有對地方政府及博物館(圖書館)之監督及制定規章之權等，故「公共圖書館及博物館法」內容既極簡單，而且是針對國立博物館以外之博物館一般性法規。

國立博物館並不在該法規範圍之內，而是各自另有法律依據，例如﹕

(一)
國立大英博物館

係依據「大英博物館法」，該法一七五三年成立後，經多次修改，今法為一九六三年修訂成立，共分為十三章，規定之內容，摘述如下﹕
第1條 董事會之組成(Altered composition of British Museum Trustees)

第2條 董事會之權力(General powers of Trustees)

第3條 收藏與保存之監督(Keeping and inspection of collections)

第4條 文物出借(Lending of objects)

第5條 文物處置(Disposal of objects)

第6條 職員(Staff)

第7條 董事會報告(Reports by Trustees)

第8條 自然史博物館之分出(Separation of Natural History Museum)

第9條 轉移至其他機構(Transfer to other institutions)

第10條 授權之典藏(Authorised repositories)

第11條 增列條款(Amendment of 57 and 58 Vict. C.34)

第12條 典藏與貯存設備之費用(Expenses of additional repositories and storage premises)

第13條 簡稱、施行、臨時條款與廢止等(Short title, commencement, transitional 
provisions and repeals)


(二)
科學博物館

係依據「國家資產法」(National Heritage Act 1983)，該法所規範之博物館，除科學博物館外，尚有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軍械庫、皇家植物園、軍事博物館等，該法關於科學博物館者為第九條至第十六條，茲摘其內容如下﹕
第9條 董事會之設立(Establishment of Board of Trustees)

第10條 董事會之一般功能(The Board's general functions)

第11條 董事會之權力(General powers of Trustees)

第12條 文物原始歸屬權(Objects vesting by Board)

第13條 文物確定贈與之歸屬(Certain gifts vesting on or after vesting day)

第14條 文物之獲得與處置(Acquisition and disposal of objects)

第15條 文物借貸(Lending and borrowing of objects)

第16條 財務(Finance)


此外，私立博物館所涉及之法律，尚有公司法、慈善法等，由是以觀，英國並無統一之博物館法典，除大英博物館及其分出之自然史博物館，有單獨而且較為完整之法律依據以外，其他國立及地方博物館，由法律規範者極為有限。蓋英國原為不成文法系國家，習慣及法理通常與法律同具效力，「博物館及畫廊委員會」秘書長Mr. David Heaton即強調，英國不是一個長於立法的國家，很多事情都是用傳統及智慧去處理，博物館尤其是國立者，都有優良傳統及悠久歷史，政府除了贊助財務外，並無再加立法予以規範之必要，而博物館雖然沒有統一之法典，但運作上尚能自如，並無特別之困難。
組織及人事制度

英國國立博物館館長由董事會提名，報經圖書館與藝術部部長轉請總理同意後任命。博物館之組織，由館長提董事會報由主管部決定。員額則須得財政部之同意，博物館人員任用資格，由各館人事主管(Inspector)依人事法規解釋，如有疑問則與圖書館與藝術部會商。人事之任命均由館長決定，待遇比照公務人員，但身份並非公務人員。

私營化經驗

為了在第一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動員全國作全面戰爭，英國出現了大量機構國有化的情況，在戰後工黨執政期，這種趨勢依然斷續，基礎產業例如交通、煤、天然氣、電力、航空、鐵路等，逐漸成為國有企業，直至保守黨戴卓爾時代，整個潮流才開始逆轉，私營化的呼聲響徹入雲，不斷把國有資產轉化而為私有。

私營化潮流對文化界的衝擊並不大，最重要的改轉是於1994年成立國家彩票(National Lottery)[9]。私營化壓力不大的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一) 很多文化工作皆屬於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範疇，理論上自由市場並不能提供最佳化的服務水平；(二) 英國的文化事業一向以混合型式提供，私人與公營機構並存，而不少公營機構早採用間接管轄模式運作(包括非部門公營機構(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ies, NDPBS)及行政代理(Executive Agencies))，1996-97財政年度，英國政府文化方面的支出有95%便是用在這些間接管轄機構上。

一般非部門公營機構(NDPBS)會和政府訂立撥款協議(funding agreement)，以獲取政府的補助金(grant-in-aid)。不少機構更會有標準服務憲章(Charter Standard Statement)，開列出機構應提供的服務水平。政府部長亦會每年和這些機構議定高層次目標(high level objectives)，然後讓機構自行把目標化為具體工作。政府的角色是撥款及決定重要事務，但不會介入機構的日常運作。為了保證政府不會事事伸手，這些機構通常會有一份管理守則，清楚界定機構主管的責任及問責方式。這些機構通常有一個信托局或董事會，成員由部門委任。包括大英博物館在內的16間國立博物館及畫廊，便是以這種模式運作[9]。

行政代理是依據瑞典模式制訂，為政府機構的一種，員工為公務員，以間接模式運作(arm’s length approach)。例子有文化、傳媒及體育署(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屬下的歷史皇宮代理處(Historic Royal Palaces Agency)及皇家公園代理處(Royal Parks Agency)。

在80年代另一種重要的私營化政策是強制競爭性招標(compulsory competitive tendering)及外判，但博物館並不是這政策的主要對象，以博物館來說，須作招標的項目只是包括清潔、飲食等非核心性業務[9]。

有趣的是，Professor Patrick Boylan(1988-1990博物館協會(英國)主席，歷任國際博物館議會(ICOM)幹事及主席)發現在英國博物館公有化潮流可能更為普遍，不少私人博物館由於出現財政困難，需要國家出手挽救，方式包括由公營機構接管、成立國家信托或轉為公營博物館等。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英國於1994年設立的國家彩票，為文化及藝術事業提供了較穩定的經費。令其他國家一值受撥款不穩定困擾的文化機構既羡且妒，所以西歐不少文化團體正遊說本國政府設立類似的制度。

法國
主管機關

法國博物館原由教育部博物館司為主管機關，一九五九年文化部成立後，博物館司及業務移歸文化部，但隨時勢發展，法國之博物館，目前除軍事性質者外，有三大系統，即文化部主管歷史藝術類博物館，由博物館司(Director des Museum de France簡稱DMF)負責；教育部大學計劃與發展司下設博物館處，主管自然史博物館及科技博物館；另新成立之拉威葉特科學及工業城(Cite des Science et de L'Industrie in La Villette) 則屬研究與技術部及工業發展部共同管轄。法國國立及地方博物館共約一、二○○餘座，百分之八十屬歷史藝術類而由文化部主管。各部對所屬之國立博物館直接管轄，對地方博物館亦有在技術或專業方面指導之權。

文化部博物館司下設國立博物館聯盟，由各館長組成，但羅浮宮有較多席次，負責重大藏品蒐購審議事宜。
法律依據

法國在文化部一九五九年成立以前，即於一九四五年制定「美術博物館暫行條例」作為規範其大部分博物館之依據，博物館主管機關(包括文化部及教育部)泛稱其為「博物館法」，因立法時DMF尚在教育部內，故條文中稱主管機關為教育部，該法歷經一九五九、一九六三、一九八一、一九八三多次修改，但社會發展迅速，而主管機關由教育部改為文化部，再由文化部專管改為文化部、教育部、科學研究部及工業發展部等主管，故該法已很難適應目前實際情況，教育部已有另立新法之議。目前正委託一批學者專家，研擬另立新法之可行性，供教育部參考。而文化部方面，亦有法律無法適應快速變化之時勢的感喟。例如一九八四年地方分權法實施後，地方政府所屬之博物館，DMF在人事及業務上均由原來之中央集權而改為地方分權。茲將美術博物館暫行條例要點翻譯誌後﹕
1. 所有具藝術、歷史、考古價值之永久性藏品，向公眾開放者，皆稱為博物館。(定義)

2. 經教育部(一九五九年改為文化部)及財政部頒布之國立博物館名單內之博物館，皆屬法國博物館司(DMF)管理。(主管機關)

3. 國家所屬以外公營或法人團體之博物館，可區分為﹕中央所屬之博物館、中央督導之博物館。(地位及系屬)

4. 新設立博物館，最少應在一個月前向教育部(文化部)申報，否則教育部長(文化部長)得令其關閉。(申請設立)

5. 關於博物館之各種規章或門票，博物館館長應呈經教育部長(文化部長)批准，變更時亦同。(規章及門票)

6. 中央所屬或督導之博物館，其藝術品之購藏、接受贈與，均需經教育部長(文化部長)之認可。(藏品歸屬權)

7. 中央所屬之博物館、省級博物館，至少每年一次須接受DMF及國立博物館官員對不動產及史蹟之監察督導。(監督權)

8. 中央所屬之博物館人員均為國家公務員，中央監督之博物館人員則不具公務員身份。(職員)

一九四五年對該條例之補充內容﹕
1. 國立博物館名單。
2. 省立博物館委員會組織成員。
3. 博物館總督導處(DMF之下)之職掌。
組織及人事制度

法國博物館館長，由博物館司(DMF)擬定人選提請文化部部長任命，教育部或其他部所主管之博物館，亦由博物館處或主管司提請部長任命，至於博物館之組織原則上由博物館決定，但人員之增加須經文化部轉財政部長核准，每年增加不超過五人，公立博物館人員均為公務員，其任用資格，由國家規定，任命權全屬館長，專業人員之資格及待遇，比照大學教師，待遇略高於公務人員。

私營化經驗

法國在私營化方面，並無意把博物館非國有化(de-nationalization)，而是向減少官僚掣肘(de-bureaucratization)及自主化(automization)方向發展[3]。具體來說，主要從三方面著手：博物館組織及結構(主要手段是外判)、法律(放寬部份規管)和財政(發展多方財源)。

博物館組織上的改變

對於優化博物館組織以提供更好的服務，法國博物館同時以兩個相反的方向發展，一方面有博物館外部化(externalization)(即把部分業務私營化)，另一方面亦有博物館進行內部化(internalization)(即把原本外判的服務變回由博物館提供)。

越來越多法國博物館把禮品店和餐廳外判予私人機構，但書局的外判仍不普遍。雖然為數不多，但亦有博物館的外判範圍會較廣泛，包括接待顧客、文娛活動、保安、維修等[3]。有極少數極端的例子，甚至整間博物館外判予私人機構(表二)，但藏品仍需由國家監管。要注意的是，這種情況無論在法國或其他國家皆十分罕見，背後可能有非常特殊的原因和外部環境才採取這種運作方式。

表二

	博物館
	機構
	與政府關係

	Villa Ephrussi des Rothschild r Saint-Jean-Cap-Ferrat
	Culture Espaces
	1991年與Academy of Fine Arts簽訂管理協議

	The Chateau des Baux de Provence
	Culture Espaces (附錄五)
	1993年與市政府簽訂管理協議

	The Jacquemart Andre Museum, Paris
	Culture Espaces
	1995年與Institue de France簽訂管理協議

	le Chateau de Valencay, Loire Valley
	Culture Espaces
	1996年與擁有古蹟的非牟利機構簽訂管理協議

	National Car’s Museum of Mulhouse, collection Schlumpf
	Culture Espaces
	？


*混合經濟公司(mixed economy company)
而進行內部化(internalization)的例子有羅浮宮和凡爾賽宮，分別在1992年及1995取消把商業活動外判予Reunion des Musees Nationaux。此外，羅浮宮和凡爾賽宮是繼Musee National d’Art Moderne後，唯一可以獲得政府賦予完全行政自主權的博物館(仍保留公營博物館法律地位)，有權保留收入(入場費及其他途徑收入)，作自由運用。

法例的改變

法例的更改會改變公共服務和市場的比重，例如放寬收費的限制、容許博物館在借出展品時收費等。但這些改變並不是沒有爭議的，博物館收費與否一直惹來文化應否照顧所有階層的爭論，亦有人批評展品借出費會限制了藝術品的交流。

增加私人財源

法國政府希望能以贊助去補足政府經費的減少，其中一個例子是於1996年成立的Foundation du Patrimoine及隨後的國家信托(National Trust)。可惜的是事與願違，贊助的金額仍遠末達目標，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贊助方面的免稅誘因不足(1994年，法國在捐贈文物的免稅額是文物價值的40%，但退稅額不能超過可課稅收入的5%)[3]。

荷蘭
主管機關

荷蘭中央政府主管博物館之機關原為「福利、健康及文化部」(Ministry of Welfare, Health and Cultural Affairs)，該部之文化司下有博物館及古蹟政策顧問二人，一兼主管，負責國立博物館之指揮監督及地方或獨立博物館之專業指導。下有工作人員卅人。該部現已改稱為「健康、福利及康體部」(Ministry of Health, Welfare and Sport)

各省及市亦有類似之機構及人員，負責指揮監督其所屬之博物館。
法令依據

荷蘭並無一般之博物館法令，係依據主管機構發佈之備忘錄宣示政府之博物館政策，中央及地方政府即依據博物館政策，指揮監督國立博物館及地方博物館。其業務涉及收藏、展示、教育、服務及行銷等，特別是以經費撥付作為監督及鼓勵博物館發展之手段。

一九八五年文化部曾向下議院提出一份政策草案，該草案一九八六年曾在下議院宣讀，可望在不久的未來成為博物館之政策性法案，該草案之主要分兩方面，其一在定位文化部對全國各級博物館之一般監督責任，希望經由對各級博物館之規範、顧問、經費補助等而促進國立博物館之發展；其二是界定文化部與國立博物館之關係，以便於監督而促進國立博物館之發展。
1993年下議院通過國家博物館及博物館服務自主地位法案，把文化部屬下其中21間國家博物館賦予獨立的法人地位(以基金形式)。

人事制度

荷蘭博物館館長，國立者由文化部長任命，省或市立者由省及市長任命，職員原則上由館長任命，但文化部之人事單位，得對博物館職員之資格及任命加以規範，館長及職員均為國家公務員。有獨立法人地位的國家博物館，人事之任命均由館長決定，待遇比照公務人員，但身份並非公務人員。

私營化經驗

1988年，荷蘭核數庭(Netherlands Court of Audit)在一份報告中指荷蘭國立博物館的運作效率不佳，引起政府對博物館運作方式的檢討，為了得到各界的接受和支持，檢討工作決定以分階段和沒有既定立場的方式下進行。

第一階段是研究博物館應否自主化，假若答案是肯定的話，又應該在何種條件下進行。經過多次反覆的討論，和參考了位於Arnhem的National Open Air Museum的私營化經驗後，得到了共識，並把有關條件列於自主化法案的備忘錄內，這些條件包括：

a) 國家擁有或管理權已歸國家(例如梵谷博物館的藏品屬梵谷基金會)的藏品，博物館無權拋棄(dispose)的藏品仍屬國家所有，博方不能要求所有權；

b) 建築物界定為國家文化財產者，仍歸國家擁有；

c) 政府繼續承擔博物館的活動經費；

d) 在職人員轉調，不會有損員工的權益和淨薪金；

e) 博物館自主化的過程不會對博物館的預算造成負面衝擊。

這些條件指導了整個過程的發展方向，清楚表明了這計劃並不是為了削減支出，亦不是要出售國家文化財產。對員工來說，這些條件保障了他們的權益，創造一個開放的討論環境和正面的氣氛。

第二階段是研究博物館應以內部或外部自主化的方式進行。有六間博物館進行內部自主化的試驗計劃。一個跨部門的委員會亦探討博物館外部自主化(即獲得獨立法人地位)應附合的條件和對社會的影響。

1991年決定博物館應進行外部自主化，私營化進程進入第三個階段，主要是研究博物館應以何種模式運作：一個獨立的行政機構、非牟利基金會抑或公眾有限公司(public limited company)。1992年，終決定博物館應以基金會形式運作。

每一個階段都會發表研究報告，過程亦廣泛咨詢博物館界，亦曾在內閣和議會中作公開辯論。這種分階段而開放的方法，無疑對博物館、政客和公眾接受博物館自主化有極大的幫助。

1993年荷蘭上下議院通過國家博物館及博物館服務自主地位法案(The National Museums and Museum Services (Autonomous Status) Act)，這份法案授權政府成立基金會，把21間國立博物館轉為獨立法人，並授權福利、健康及文化部管理國家擁有或管理權已歸國家的藏品及其他物品，法案亦有條款保障了員工的法律地位和退休金的權利。私營化法律重要而未在此法案顧及的地方，則由其他成文法、管理協議、服務合約、撥款條款及集體勞工合約內補足。

1994年7月1日，7間國立博物館獲得獨立地位，包括Boerhaave、 Kroller-Muller、 Mauritshuis、Van Gogh、Mesdag (1990年成為梵谷博物館一部份)、Het Loo皇宮及Twenthe and Zuiderzee博物館。其他14間博物館則遲至1995年才完成自主化過程。

每一個國家皆有其獨特的文化、經濟、法律及社會狀況，雖然荷蘭模式在國內普遍受到肯定和接受，但絕不等於這模式便適用於其他國家。換言之，最值得參考的倒不是荷蘭採用了何種博物館運作模式，而是私營化過程中那種不設既定立場、充分咨詢業界和按步就班的方法。

希臘[11]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希臘的公營機構不繼膨脹，在最高峰時，政府控制的企業竟控制全國經濟一半以上。自1981年希臘加入歐盟，國際競爭及科技的發展，迫使希臘開始向相反方向發展。

雖然如此，希臘政府一直認為保存國家文化遺產是國家的責任，不能私營化。政府在私營化過程中主要是加強商界的參與，以提高收入。

自1986年，政府肯定私人透過參與和贊助對文化的幫助。商業機構和私人贊助文化活動可享有最高至15%的稅務減免，對博物館和歷史遺跡的入場費，亦訂立了更明確的政策。

由於希臘有大量的歷史遺跡，這些建築物的維修保養開支，一直是文化部(Ministry of Culture)的大難題。政府唯有透過市場機制去增加收入，例如把歷史遺跡出租予私人機構辦活動、收取入場費等，又或者發行獎卷以資助歷史遺跡的保養和翻新。

其實法定古蹟保養開支龐大是世界性的問題，一個國家的法定古蹟數目通常遠超博物館，例如在英國便有600,000間建築物被界定為法定古蹟(博物館不及3000間)，佔英國所有建築物的4%，沒有一個政府能有足夠的財力去應付這麼多法定古蹟的維修保養責任。有研究員便提出四個解決辦法：(一) 增加維修的效率(沒有科技突破，機會不大)；(二) 增加私人/私人機構的支持贊助；(三) 利用法定古蹟作商業活動(這也不是容易的事，東德曾批出500古蹟讓私人機構發展，但只收到3份計劃書，最後只有一個計劃成事)；(四) 減少法定古蹟數目(delisting)[13]。不少國家的法定古蹟數目急促膨脹的原因很簡單，把一棟建築物界定為法定古蹟，所費無幾，所以在決定過程中鮮有阻力出現[7]。

大量法定古蹟被私人或政府修復，然後轉為文化中心、劇院、博物館、文化公園等，亦有部份被轉化為酒吧及餐廳，或劃歸大學或其他學院使用。

在為古蹟尋找新用途，尤其作商業用途時，希臘政府主要遇上兩個困難：

(1) 商機和文物保養要求出現衝突 ─ 監管過多則無利可圖，規限太少則危及古蹟(例如太多遊人會對古蹟造成傷害)。

(2) 同時有歷史考古和場地管理知識的人才難求 ─ 監管古蹟的科學家缺乏場地管理知識，懂管理的卻又沒有足夠的相關歷史知識，能做到有效管理而不踰矩，不會危害了古蹟而不自知的專才少之又少。希臘的大專現已開辦後學位課程(postgraduate program)，教授考古學系畢業生在場地管理方面的知識，舒緩有關專業人才的需求。

東歐

東歐在1989年後一個接一個變天，私營化的浪潮蓆天捲地而來，很多時文化機構本來並不是私營化的主要對象，但由於東歐政府財政出現困難，不得已大幅削減資助和要求部份文化機構脫離政府。研究員普遍認為東歐的私營化令文化機構無論在服務質素上和數量上都出現惡化[5][14][15][16]。

失敗原因

(1) 缺乏其它經費來源：大量削減經費，但社會卻欠缺建制提供其他方式的資助，結果文化機構在無法從其他途徑彌補收入，只有倒閉一途[5]；

(2) 缺乏監管法例：缺乏足夠的法例對獨立的文化機構作出監管，例如政府把不少歷史建築物歸還予原來物主，卻沒有足夠法例監管這些建築物的維修保養，結果不少歷史遺蹟被破壞[5]；

(3) 第三界別(third sector，指公營和私營以外的非牟利機構界別)不成熟：一個團體只能在三種形式下存在(一) 政府機構；(二) 商營機構；(三) 非牟利機構。在東歐私營化的過程中，文化機構不能維持在政府架構內，亦不能順利融入無論在法規和制度皆不完善的非牟利界別中，結果只有向商營機構靠攏，不少文化機構倒閉，有些出現服務質素下降和庸俗化的問題，亦有機構員工利用法律不完善，從中謀取個人利益[14]。

澳洲[17]
澳洲有超過2000間博物館及畫廊，而大部份和地方議會(local councils)關係密切。

私營化經驗

近年來影響澳洲博物館最大的莫過於國家的競爭性招標政策(competitive tendering policy)，這個政策的理念建基於公眾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 theory)，這個理論認為人類基本上是經濟動物，只要讓一個機構有選擇權，決定服務由外部供應商或內部員工提供，機構主管便自然會比較所需費用，從而選擇最底交易費用的方法。由於政府機構沒有金錢誘因在背後推動，很多時政府機構對壯大自己的部門，比對控制成本更有興趣。競爭性招標政策會產生外部壓力，改善這種情況。

墨爾本Monash University一份對競爭性招標的國際性研究顯示，平均來說競爭性招標可節省6%的開支，對於服務方面的影響，則仍未有足夠數據作肯定的結論，但表面上似乎影響不大。這份研究同時提出競爭性招標的潛在危險，包括(一) 部門可能會過份注重成本，而忽視了其他非經濟性因素；(二) 由於和服務商的協議可能會被視為商業秘密，招標過程透明度低；(三) 可能有人會對服務供應商作出不正當的政治影響。

博物館非核心業務(例如清潔、保安)等的招標問題不大，但競爭性招標是否適用於博物館核心業務便惹來很大爭議。博物館和其他普通政府部門有極大的不同，以純經濟角度作主導的競爭性招標政策和以非經濟性目的建立的博物館顯得格格不入，一般來說絕大部份澳洲地方政府議會亦同意這個看法，認為博物館核心業務不能招標。但維多利亞省部份地方議會，由於不了解博物館的特質，嘗試把博物館/畫廊亦包括入這個政策的範疇內，但結果是令人失望的。

一份由Ernst, Glanville and Murfitt進行的研究發現，很多報告上聲稱成功的例子和事實並不相符，對博物館的研究更顯示，競爭性招標無論對博物館的服務的質量和數量皆有負面影響。

維多利亞省的經驗發現：

(1) 招標皆無其他公司/機構投標，結果全部由博物館原來員工投得工作。證明博物館服務並無外部競爭，私人供應市場根本不存在；

(2) 由於市政府沒有人了解博物館工作，而每一間博物館都是不相同的，所以招標文件只能交由博物館現有員工撰寫，有違招標者/投標者須分開的原則；

(3) 博物館需花大量時間準備招標文件(平均要三個月)，嚴重影響博物館運作；

(4) 博物館工作服務質量非常重要，但由於很難化為客觀的合約條款，結果是服務指標偏向一些容易量化的表現(例如成本效益)，缺乏衡量博物館真正服務質素的標準；

(5) 招標過程和日後的監察，需要大量人力物力，交易費用極高，事實上市議會亦發現他們沒有足夠的博物館知識作出有效監察；

(6) 整個招標過程為員工帶來沉重的心理壓力，員工以服務合約形式受聘亦缺乏安全感，影響員工士氣和對博物館工作的熱誠，管理層亦傾向專注於短期業績，忽視博物館的長遠發展；

(7) 招標後的博物館由於商業味重了(所有博物館員工可以視為一個商業單位，以合約形式替博物館工作)，有輿論認為沒理由無償替商業單位工作，結果增加了招募義工的困難，對私人/私人機構的贊助和文物捐贈意欲亦有負面影響。

參與過招標過程的博物館發現，競爭性招標並不是完全沒有好處的，較常提出的正面作用包括員工對博物館工作的了解清晰了，市議會對博物館的認識加深了等等。

美國

和英國的情況一樣，美國的博物館服務一向以混合型式提供，私人與公營機構並存，而不少公營博物館早採用間接管轄模式運作(通常是基金會)，所以可供參考的博物館私營化例子不多。一份研究報告顯示，美國約有40%的博物館為公營，餘下的60%為私營，而這個比率在過去25年沒有改變過[7]。

私營化經驗

這並不是說美國沒有私營化的例子，但是這些個案都是零星的，背景和原因通常較特殊，較難汲取有用的經驗。以下是其中一些個案。

聖荷西歷史博物館(San Jose Historical Museum)的義工計劃非常成功，更成立了一個非牟利團體聖荷西博物館協會(San Jose Museum Association)，後來這個組織卻開始舉辦自己的活動，諷刺的是最終竟成了博物館活動和贊助上的競爭者，結果聖荷西市政府要找顧問研究，如何理順這兩個團體的關係[12]。義工計劃成功至出問題，在博物館界確是罕見罕聞。

位於洛杉磯的Milwaukee Public Museum，政府和一間以501(c)註冊的組織(即非牟利團體)方式簽了一份協議，博物館的運作交由這機構負責，藏品和建築物仍為國家所有，博物館服務由信托局(Board of Trustee)所監管。從互聯網上的討論中看來，這似乎是較新的嘗試，通常的合約年期為25至99年，政府資助額由少於十萬至四百萬美元不等。

Texas Ranger Hall of Fame and Museum的館長Byron Johnson對這些博物館作了4年的私人研究，想探討以下的問題：

(1) 這些501(c)組織是否有足夠的專業經驗管理博物館？

(2) 究竟政府和這些非牟利團體有沒有考慮過，一旦試驗失敗，政府如何善後？

(3) 這些博物館會不會變得營利主導？迪士尼化？

(4) 這些博物館的主題、藏品、地點、職員的專業知識是否足以如合約所願，能獲得所需收入保持博物館運作？

(5) 這些博物館是否有足夠資金，避免周轉不靈而倒閉？

Byron Johnson的結論是對這種私營化方式有極大保留，雖然部份私營化計劃可能行得通，但卻問題多多、陷阱處處，最後他概嘆，或許政府和律師喜歡做實驗，但拿國家的財富作實驗又是否恰當呢？
中國[21][22]
主管機關

中國大陸設有博物館主管機構，即中共文化部文物事業管理局。

中國對博物館採取分系統和分級相結合的管理體制。不同性質和類型的博物館分別由不同的行政部門分系統管理。綜合類博物館、歷史類博物館、文化藝術類博物館、紀念類博物館以及部分自然歷史類博物館屬文化部門領導管理；科技類博物館和部分自然歷史類博物館屬科學研究部門領導管理；學校博物館屬教育部門領導管理；地理、農業、紡織、煤炭、郵電、軍事等專門博物館，分別屬有關專業部門領導管理。

根據博物館規模大小、藏品多少、社會地位和社會影響的不同，分別由中央、省(直轄市、自治區)、地(市)、縣(區)四級有關行政部門對之實行分級管理。國務院有關部門通過各省(直轄市、自治區)有關廳(局)對地方的博物館進行業務指導。文化部和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通過各省文化廳或文物局對文化系統的博物館進行業務指導。

各級行政部門對直屬博物館的領導管理主要是：檢查、督促執行國家頒發的有關管理博物館事業的方針、政策和法令；審批事業發展規劃和基本建設計劃；審查預算，核撥經費，批準決算；核定人員編制，任命館長；審定陳列展覽方案；審批藏品調撥、交換、注銷。

文化部和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對全國文化系統博物館進行業務指導，主要是：制訂管理博物館事業方針、政策、條例、規定、辦法；組織交流業務工作的經驗；審核博物館所依托的重要古建築、紀念遺址和紀念建築物的維修保護方案并作經濟、技術上的幫助；審批一級藏品的調撥和複制，并在技術上指導重點藏品的保護和修復；培訓業務和技術骨干。

業務經費，國家館由中央有關部門撥給，地方館由各該級地方財政撥給。

法律依據

較重要的博物館法規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省、市、自治區博物館工作條例」、「革命紀念館工作試行條例」、「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博物館安全保衛工作規定」及「文物藏品定級標準」。(附錄一)。

組織及人事制度

中國博物館以直接管轄模式運作，館長任命和人員編制，由各級行政部門負責。
為培養新的專業人才，高等學校增設了博物館專業教育，最早的首推1980年南開大學所設的博物館學專業課程。現在上海大學、杭州大學、復旦大學、河南大學、吉林大學等也先後開設博物館專業。1984年教育部又批準建立培養博物館高級人才的學位制席，招收博物館學碩士研究生。在中、港、台，中國是唯一有系統地培養博物館專業人才，在大學有提供博物館學課程的地方。

私營化經驗

博物館一直是中國「對人民群眾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和社會主義教育」的機構，在這樣的觀點下，從未聽聞中國有意推行博物館私營化。

唯一的私營化壓力似乎來自政府長期對文化事業的投入不足，為了增加收入，有博物館經營純商業的活動、設巧立名目的收費(如文明保護鞋)或本土和外國旅客有收費差別待遇等。可惜的是，部份博物館出現濫收費用的情況，令不少參觀者產生反感，造成不愉快的參觀經驗。

台灣[19][20]
和香港相似的是，台灣公營博物館亦是以直接管轄模式運作，現時台灣把博物館定位為社會教育機構，依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國家各機關之組織以法律定之，故每一博物館必須單獨立法，職稱員額固定，同時人員資格必須分別適用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有的尚未適用)及公務人員任用法。至於營運，並無可資適用之制度或法規，完全是依照公務行政及財務會計制度運作。連增減一個人都須修改法律，運作管理都受行政規定約束限制。秦裕傑先生(前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副館長，現台灣博物館法起草人)亦批評台灣的博物館制度僵化，有改善的必要，但他認為應先從根本入手，創造一個適合博物館長遠發展的環境，而制訂博物館法是最重要的一步。

雖然西歐很多國家並無統一的博物館法典，但這絕不意味台灣也沒有議立博物館法之必要，秦裕傑先生所持的理由如下：

(1) 雖然台灣博物館近年來蓬勃發展，但博物館必需的組織與營運制度卻莫衷一是。因為根本沒有制度，所以不是科員說了算，便是各吹各的調，結果是大好的硬、軟體還是運轉不靈，效果不彰；

(2) 綜觀西歐博物館，除德國外，均由教育部或立化部或類似之部主管。法令方面，則因博物館有長久歷史與優良傳統，已經自然形成一套良好之制度，除法國新設之博物館感於無法可循而欲嘗試另立新法之外，其他各國似乎都認為博物館各有歷史背景及雄厚之文化及社會資源，除了在財務上予以補貼之外，殊無再行立法加以規範之必要。此與台灣博物館剛剛起步發展，有賴立法予以積極扶助，使博物館及其專業人員，有迴旋發揮空間之社會背景截然不同。

(3) 於組織及人事制度，西歐國家大多數亦係先由博物館自行創設，而後政府主管機關予以承認，而博物館本身除獨立者外，國立者原則上均有組織之設立、調整及人事任命權。主管機關或法律規定，除對館長之任命權外，其他多任博物館自理，只有法國之「博物館暫行條例」規定博物館所定之規章應得教育部(文化部)之允可，其餘法令既無規定，主管機關更少干涉，博物館等於自來即享有充分之組織、人事、財務及運作權，此又與台灣情況迥異。台灣組織、員額及預算之決定權最後在立法院，僵硬而毫無彈性，乃全世界所未有，運作事務及財務權大多數連主管部都無法決定，而權在行政院。館長所能決定者實屬有限。主管機關和博物館最了解博物館，卻最無權對博物館決定，此種現象，恐捨立法之外，難望有所突破改進；而博物館發展之困難恐將永遠存在，故議立博物館法，雖不免有其困難，但衡諸台灣的情況，乃屬迫切需要。

1983年，行政院頒布的一個文化方案中，要求教育部研議博物館法和圖書館法草案，教育部於1988年行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要求它就「博物館法」邀集學者專家提出具體意見。1990年，成立由台灣博物館專業人員和博物館學學者組成的「博物館法研擬委員會」。

草擬中的台灣博物館法主要具下列作用：

(1) 申明博物館之定義、種類；

(2) 明定博物館之目的、功能；

(3) 明定博物館之設立、系屬、地位；

(4) 明定博物館之設置標準、組織架構、人員資格；

(5) 明定博物館之經營管理及財務制度；

(6) 明定國家及地方政府對博物館之資(獎)助、社會對博物館之支持贊助；

(7) 其他必要事項。

草擬中的台灣博物館法，請參閱附錄二。

結論

Mark Schuster (Associate Professor of Urban Studies and Planing,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USA)在一份討論博物館及建築遺產私營化的論文[7]中寫到：

“For privatization, publicization, or hybridization to work well, a clear net of laws normalizing various alternatives for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e.g. non-profit status, has to be clearly in place. As more and more examples are accumulated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can take place. It will become clearer what forms work best in which circumstances in which places. For the moment, and perhaps forever, it would be ill-advised simply to push one organizational form over another.”

香港的博物館從屬於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採取直接管轄模式，在世界上這樣的制度其實並不特別，但香港博物館的營運，完全依照政府的行政及會計制度運作，不旦增減一人需經過重重關卡，不少屬於日常運作的事務亦要署方層層審批，館長的自主權極為狹窄，這種沒有彈性的制度，放諸全世界的博物館中卻極為少見。此外香港亦沒有博物館法，亦未有建制規管和支持私營博物館的發展，政府在辦了數十年博物館後，仍未弄清博物館為何物。私營博物館的組織運作，沒有任何法律規管，遇上經濟困難，亦求助無門，結果第三界別博物館界花葉飄零，不成氣候(醫學博物館面臨倒閉是其中一個警號)。要注意的是，第三界別的不成熟，是不少研究員認為東歐國家私營化失敗的重要原因。

香港政府現在非常流行外判，好像這是萬試靈葯，必定可降低成本和提高服務質素。先不說香港大球場和最近年宵垃圾清理外判的失敗例子，單以經濟學上的交易費用理論來分析，外判也是有其限制的，某程度上外判無疑可減少一個機構在人工上的固定支出，讓機構更加靈活，但同時會增加安排合約、訓練、監管、配合方面的困難，造成成本的上升，無論這是直接的成本(例如聘請律師處理合約)或間接的成本(例如員工要花更多時間在監管上，無暇處理更重要的工作)[3]。綜合來說，適合外判的工作應有以下特徵：(一) 私人市場成熟，有足夠公司提供相關服務；(二) 工作要求容易化為合約條款；(三) 服務本身沒有特殊性，無須提供大量在職訓練；(四) 服務質素不難清楚釐定，方便監管。所以一件工作是否適合外判，應以整體成本作考慮，不應以賬面上的數字作結論。從澳洲的私營化例子可以看到，博物館核心服務並沒有私人供應市場、服務要求難以合約化、藏品和展品不可能短時間內熟悉、監察服務質素的費用也極高，換言之，博物館核心業務是不能外判的。
從多國私營化的經驗可以發現，政府對博物館認識不足(澳洲)及視私營化為減輕政府財政負擔的幌子(東歐)，是私營化失敗的主因。另一方面，從荷蘭私營化的經驗可看到，保持一個開放而實事求是的態度，充分咨詢業界，保障和照顧員工的利益，是私營化能否順利推行的重要因素[10]。無論香港博物館是否應有所改變，一切改革應能達至以下的目的：(一) 從宏觀出發，建構一個適合香港博物館長遠發展的制度；(二) 改制後不會扭曲博物館的真正功能，同時能有效改善博物館的運作及服務質素。

這份報告只是讓讀者對博物館私營化問題有一個初步的認識，每一個國家有其獨特的文化、社會情況、政治、經濟、法律和博物館發展程度，在沒有仔細研究過香港的情況，深切了解外國和香港的異同，草率硬搬外國的一套是十分危險的，當然以政治壓力或長官意志為是，更是絕對要不得的行為。在改變博物館制度的途中，可能會遇到很多不可逆料的因素，荷蘭在私營化過程中，一直採取開放的態度，摸著石頭過河，或許很值得我們借鑒。

香港博物館的發展，正踏在十字路口上，究竟要向那一個路向走，必先要弄清以下的問題。

(1) 了解香港博物館架構的優缺點 ─ 每一種博物館運作模式，皆有其優缺點，世上並沒有完美的制度。要改善香港的博物館制度，應先以客觀的指標，比較香港和外國同類博物館的服務質素和成本，假若真的有所不足，再進一步找出香港架構的好處在哪裡？缺點又在哪裡？由此定出改革的目標。荷蘭私營化計劃也是一分核數報告，發現博物館存在問題才開始的，並不是為改革而改革；

(2) 研究香港應否訂立博物館法 ─不少國家皆有博物館法規，對博物館的組成運作，以至征集、收藏、管理和修復方面作出規限和要求，例如我國便有「中華人物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省、市、自治區博物館工作條例」、「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等等；

(3) 研究外國監管博物館服務所用的指標，製訂適合香港情況的標準 ─ 博物館是虧本的事業，很難擺脫政府的資助，撥款多寡總要根據某些準則。假若博物館私營化，清晰的服務指標必不可少，就算香港博物館保留直接管轄模式，這些指標對考核各館的服務表現亦應大有幫助。要注意的是，博物館服務的質素很難量度，其他國家所用的服務指標，皆有偏向量度成本效益、服務人數多寡等較表面的表現，沒有一套服務指標是完美的[23]；

(4) 研究香港的稅制是否足以鼓勵私人機構或個人的贊助 ─ 要求博物館增加私人方面的收入，是各國私營化計劃的一個重要手段或目的，假若香港贊助文化事業冷淡情況依然，進行私營化的意義便大打折扣；

(5) 比對香港和其他國家的文化、政治、法律、政府架構、博物館發展成熟程度等情況的異同，找出最適合香港公營博物館的運作模式 ─ 香港和台灣在很多方面，較諸和西方國家相似得多，而台灣認為歐美博物館以財團法人註冊，以基金會為主體的模式，以台灣情況及社會條件，可行性極小。香港又如何，實在值得研究；

(6) 了解第三界別的發展情況，現行法律和其他建制是否建全，能否有利私營博物館的發展 ─ 這是東歐私營化失敗、西歐成功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必須作深入探討[14]。

(7) 香港是否有足夠的文化界人才，出任博物館董事局/委員會(board/committee)的成員 ─ 過去香港市政局時代，雖有博物館委員會(Museum Select Committee)的設立，但成員由市政局議員出任，他們並不懂博物館事務，很多連文化方面的知識也欠奉，而香港現有的文化組織，例如藝術發展局，亦一直為傳媒和業界所詬病(附錄四)。有研究員指出，委員會/董事局公器私用的情況，在缺乏有關組織運作文化的社會更為普遍[7]。

最後要強調的是，外國專家未必能真正了解香港的情況，若依照香港政府以往的行事習慣，事事依靠外國專家顧問，其實未必恰當。台灣在草擬博物法時，雖然慨嘆台灣博物館學專家不足，但仍以台灣本土的博物館專業人員和博物館學專家為重心，組成「博物館法研擬委員會」，調查各國的博物館法，再根據台灣本土情況，定立切合自身情況的法規。這種以本土專家為重，參考外國情況的運作模式，為甚麼香港總做不到，只可嘆香港政府一直不尊重本土專業，在百年殖民統治後，「月亮是外國圓」的心態一時改不過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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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5

Culture Espaces
公司背景

Culture Espaces 為法國注冊的有限公司，註冊資本為FRF5,300,000，股份分屬Suez-Lyonnaise des Eaux(66%)及BMPO(34%)。是全歐洲唯一的文化遺產管理服務公司，1998年有員工150人。

1991年，Culture Espaces成功與Academy of Fine Arts簽訂管理協議，全職管理Villa Ephrussi des Rothschild r Saint-Jean-Cap-Ferrat，包括古蹟日常運作、藏品管理(須受政府監管)、人事管理(Cultur Espaces 只提供管理服務，員工仍是博物館職員)。直至1998年為止，Culture Espaces 獲完全管理權的文化古蹟/博物館有5間，分別是Villa Ephrussi des Rothschild r Saint-Jean-Cap-Ferrat、The Chateau des Baux de Provence、The Jacquemart Andre Museum, Paris、le Chateau de Valencay, Loire Valley和National Car’s Museum of Mulhouse, collection Schlumpf。其他文化古蹟/博物館，Culture Espaces 只是顧問性質或提供非核心服務(如觀眾接待、書店、餐廳等)。

1997年，Culture Espaces 業務範圍擴展至其他歐洲國家及亞洲(暫時只有柬埔寨的吳哥廟(Temple of Angkor)及金邊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Phnom Penh))，但全部只是提供顧問服務。

其他事項

1. Culture Espaces的專業只在歷史/藝術類文化遺跡/博物館上。

2. 把整間博物館外判予私人公司，在博物館界非常罕見，全歐洲只有一間公司提供這種服務，而法國超過1200間博物館(如加上文化遺跡，更遠超此數)，只有5間文化遺跡/博物館以這種形式運作。

3. Culture Espaces 現在全權管理的博物館，皆較接近文化遺跡類，藏品其實是文化遺跡本身的傢俱、裝飾及所藏藝術品，這類博物館一般較靜態，最重要的是維修保養和吸引顧客，事實上由於政府難以承擔文化遺跡的高昂維修項用，文化遺跡的管理一般會較商業化(請參看希臘私營化例子)。綜觀Culture Espaces的網頁中提及的工作，並沒有藏品增購及研究等博物館核心工作，嚴格來說，這公司所提供的博物館服務並不全面。

4. Culture Espaces 管理的博物館入場費較昂貴，大部份票價比羅浮宮高。

	博物館
	收費

	羅浮宮博物館
	成人FF45，優惠票價免費，每月第一個星期日免費

	le Chateau de Valencay
	成人FF49，優惠票價FF37

	Jacquemart Andre Museum
	成人FF49，優惠票價FF37

	Villa Ephrussi des Rothschild
	成人FF49，優惠票價FF37

	The Chateau des Baux de Provence
	成人FF37，優惠票價FF20

	National Car’s Museum of Mulhouse
	成人FF60，優惠票價FF46


一點意見

1. 全歐洲只有一間這樣的管理公司，在壟斷的情形下，根本無從比較服務質素和收費，亦無從判定收費是否合理。

2. 以私人機構運作博物館，可能有違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國際博物館議會(ICOM)或大部份國家的博物館協會對博物館的定義和要求。

3. 監管博物館所提供的服務質素並不容易，如何保證博物館不會為了金錢誘因，扭曲了博物館的教育及其他功能，仍是各國政府的大難題。私人機構運作博物館，這個危險性會更大。

4. 香港沒有類似的公司，事實上香港狹窄的市場亦不可能支持類似公司的存在(可參閱澳洲私營化的例子)。

5. 法國超過1200間博物館，只有5間文化遺跡/博物館以這樣的形式運作，就算這5間試驗失敗，對法國來說只是小損失。香港公營博物館不超過十間，而每一類別只有一間，香港能否承受失敗的後果，實屬疑問。

6. 外國公司未必能了解香港的文化、歷史、教育等社會情況，這些公司未必能有效管理香港博物館。例如Culture Espaces 的海外業務，其實只是提供顧問服務，並沒有外國博物館交由這公司運作。

7. 把香港博物館外判予外國公司，有損發展香港的本地博物館專材。

8. 香港博物館並非文化遺跡類博物館，法國例子未必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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